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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天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

治才能得益于其丰富的从政阅历，尤

其是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刘邦提供

了深厚的政治资源。刘邦一生担任过

五个职位。“初为泗上亭长”，这是秦

王朝最基层的一级官吏。沛县起兵被

拥立为沛公，相当于县长。项梁战死

之后，楚怀王熊心以沛公为砀郡长，

封武安侯，将砀郡兵，相当于郡守一

级。 51岁那年，西楚霸王项羽封刘

邦为汉王，正式成为一方诸侯。打败

项羽之后，55 岁的刘邦称帝，62 岁

去世，死后被称为太祖高皇帝。

大器晚成的刘邦是如何一步一个

脚印走向人生巅峰的呢？

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刘邦

正式称帝。这一年五月，发生了一件

非常著名的事，史称南宫论治。刘邦

在洛阳南宫举行酒宴，让群臣总结成

败得失。大臣们总结说：你搞共享，

项羽搞独霸，当然你赢啊。刘邦说：

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接下

来刘邦说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夫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

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

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所以为我禽也。”刘邦告诉群臣，

知人善任才是自己成功的关键所在。

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赵翼曾经指

出，汉初是“布衣将相之局”，刘邦

任用的人才除了萧何、张良、韩信等

三杰之外，还有从敌对阵营投奔而来

的陈平、毛遂自荐的郦食其以及从一

开始就跟他出生入死的丰邑、沛县、

砀郡元功集团功臣曹参、樊哙、灌

婴、夏侯婴等等，这些人大多出身低

微，但各有所长，各尽其力，共同缔

造了大汉王朝，成就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奇迹。用赵翼的话来说：“盖秦、

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司马光曾经

强调：“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司

马光在给刘邦盖棺论定的时候，起初

用的就是“帝豁达宽仁，知人善任

使，故能平一海内”。刘邦是政治

家，他的软实力首推知人善任。因为

知人善任，故能群策群力，因为群策

群力，方显刘邦的领袖魅力。

知人善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刘邦的知人善任关键在于两点。

首先是绝对的倚重敬重。萧何慧

眼识韩信，向刘邦大力举荐， 萧何

说：“大王您如果只想当个汉王，自

然没有用得着韩信的地方；倘若您要

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与您

图谋大业的人了。只看您作哪种抉择

了！”刘邦说：“我也是想要东进的，

怎 么 能 够 忧 郁 沉 闷 地 老 待 在 这 里

呀！”萧何道：“如果您决计向东发

展，那么能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

来，如若不能使用他，他终究还是要

逃跑的。”刘邦说：“那我就看在你的

面子上任他做将军吧。”萧何说：“即

便 是 做 将 军 ， 韩 信 也 不 会 留 下 来

的。” 刘邦道：“那就任他为大将军

吧。”这才有了后来的韩信登坛拜

将。刘邦重用韩信，才得以从汉中突

入关中，进而东出函谷关，与项羽逐

鹿中原。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

独当一面，在北方战场消灭了项羽的

盟友赵国大军和项羽手下大将龙且统

率的项羽最为倚重的主力军。项羽眼

看实力不济，派武陟前去游说韩信背

汉。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

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

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

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我们

常说将心比心，刘邦厚待韩信，韩信

则以忠诚回报。

其次是对人才使用的清晰定位。

就拿陈平来说，这个人对刘邦的事业

非常重要。当他从项羽阵营前来投奔

刘邦之后，刘邦跟他一交谈就非常欣

赏，当即任命他“典护军”。就是让

陈平负责督察诸将。刘邦对陈平极为

恩宠，让他出入和自己坐同一辆车。

将领们因不服气都喧哗鼓噪起来，

说：“大王您得到一名楚军的逃兵才

一天，还不了解他本领的高低，就与

他同乘一辆车子，且还反倒让他来监

护我们这些有资历的老将！”刘邦听

到这种种非议后，却更加厚待陈平

了。陈平备受争议，但他是刘邦的安

全主管，刘邦让他干的就是收集情

报、策反敌人、督察内部的重要工

作，史书上说他为刘邦“凡六出奇

计”，功勋卓著。这就是刘邦用人得

当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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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厉公战车深

陷泥沼，这个教训，显露出早期战车

的笨拙。由此，列国开动脑筋，采用

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改变它。这促使一

个新的兵种诞生了。

公元前 307年，赵武灵王率先实

行军事改革，令部属短装束身，穿胡

服、练骑射，史称“胡服骑射”。据

说不到一年，赵武灵王就训练出一支

强悍的骑兵队伍。从此，车兵的地位

逐渐被骑兵取代。

但这只是传统说法，那种认为中

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时期，赵武灵

王是“介绍骑术进入华夏第一人”的

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依据对甲骨文

中的“先马”和“马射”等辞例的研

究，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

殷商时代就已经产生。《诗经·大

雅·绵》中的“走马”一词，据顾炎

武解释应为“单骑之称”，并说西周

时期仍保持着殷商时代单骑的传统。

先秦史料中，“骑”字最早出现在

《墨子》和《吴子》诸书上。

吴起讲，“千乘万骑，兼之徒

步”“分车列骑”；孙膑则讲“用骑十

利”。但在中原大地大规模使用骑兵

部队作战，形成“车驰卒奔”“剽疾

迅猛”的战斗场面，应该是在赵武灵

王实行“胡服骑射”前后。

为了适应骑兵部队作战的需要，

战国时靠近北方的诸国一方面从游牧

民族那里引进良马；另一方面，北边

的燕、赵地区，特别是西方的秦国也

都自己开辟了牧马场，大规模牧养

马匹。

那时的诸侯将帅们坚持“一切为

了打得赢”的战争指导思想，不仅使

养马技术在当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出

现了一批高超的养马专家，写出了一

批养马学专著，而且使骑术和马具也

有所发展。

长久以来，对于“马具”这个重

要的骑兵装备，史书中鲜见记载，而

在考古发掘中也不多见。值得庆幸的

是前些年，在新疆鄯善，这个东西方

文明的交汇之处，一座叫作苏贝希的

墓葬中，出土了一具大约在公元纪年

以前生产的马具，这件文物的出土为

古代骑兵部队的发展做出了最翔实的

注释。

新疆鄯善苏贝希墓葬出土的这套

马具，包括衔、镳、鞯、鞍。鞯为红

毛毡，鞯上置鞍。鞍表面为皮革，内

里填充毛质物，表面有金属钉，打造

技艺相当精湛，其形态与金村铜镜图

纹上的马鞍颇为相似。它让人们看到

当时中国东西部骑兵的马具，竟然只

有低平的软马鞍而无镫，显得简单而

实用。专家推断，中国马具马鞍的起

源，绝对应该早于公元纪年前后。因

当时西域各国的发达程度，肯定远不

及中原和匈奴地区。只是由于多种原

因所致，没有条件让那个时代更为先

进的中原马具保存下来。而鄯善苏贝

希墓葬中的这套马具之所以能够较好

地保存下来，可能与新疆地区干燥少

雨的气候条件有关。

骑兵部队的发展，在秦始皇一统

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骄

横的秦始皇对车骑兵部队的卓著功勋

也是引以为傲的，以致在他驾崩后的

陵墓里，依然保留着秦帝国浩浩荡

荡、阵营强大的车兵与步骑兵营垒。

步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磅

礴的一号坑，内有兵俑、战马 6000

余尊，战车 50 余乘，完全是把一个

古代步骑兵与车兵联合编组的庞大军

阵呈现于游客面前。形制特殊的二号

坑内含四大方阵，即弓弩方阵、车兵

方阵、骑兵方阵和混编方阵；出土的

兵俑、陶马1600余尊。呈“凹”字形

的三号坑更是不同凡响。凹处置有四

马系驾战车一乘，两侧各为独立的南

北厢房，坑中兵俑均着重装铠甲，且

相向而立；表明它就是秦军的将帅大

帐——战役指挥部。这些都极具象征

力地表现出当年秦帝国强大的军事阵

容和骁勇的战斗力。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站

在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秦始皇

陵兵马俑坑前，看到以武士、良驹、

利器为战斗阵营的威武雄壮的编队列

伍，演兵布阵，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惊

叹与赞美呢？正是在那“秦皇终一

统”的年代，中国一马当先地引领着

当时世界军事装备潮流浩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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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法 相 依 华 夷 一 家
—— 我 国 历 史 上 的 国 家 治 理 （三）

□ 卜宪群

德法相依思想与措施

德法相依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

主要思想和方针。商周尚无制度法，

礼是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安上治

民，莫善于礼”，礼被作为规范贵族等

级和国家秩序的制度，其基本精神是

“亲亲”“尊尊”，即按照宗法关系别尊

卑、序贵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

人”，反映礼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工具。礼的治理思想与实践，是与商

周“封邦建国”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

体相适应的。

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与强国成为

时代主题，礼已不适应新形将变化下

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各国先后公布

成文法，以法取代礼。以秦国为代表

的新兴地主阶级，采法家“霸道”之

策，翦灭六国，取得巨大成功。但秦

王朝“马上”得天下又“马上”治天

下，秦的速亡引起了汉初统治集团的

反思。从新的出土文献来看，汉初虽

然直接继承了秦的许多法律制度，但

为政的指导思想已经有重大调整。经

贾谊、陆贾特别是董仲舒等人的推

动，“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德法

相依治理思想应运而生，构成服务于

封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

我国历史上德法相依措施主要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律令制定。“法治”一词及思想在

我国起源甚早，是大一统国家治理的

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强调法的共守

性，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

也”；强调法的规范性，提出“任法而

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强调法在

治国安民中的重要性，认为“能去私

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国无常

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

者弱则国弱。”历代统治阶级虽强调

“德”，但从没放弃过法的作用。

“法”通过律令表现出来。统一后

的秦王朝制定了大量律令，在国家治

理上的作用远超过我们过去的认识。

汉初的法律也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复

杂。自秦至清，历代王朝都制定了颇

为严密细致的律令，前后相续，涉及

国家治理的众多方面。其中汉武帝以

后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是显著特色，“儒

家化”即“援礼入法”，将儒家的伦常

理念，引入立法、司法实践，构成

“德主刑辅”的特色。其目的是维护封

建秩序的多方面需要，具有调整社会

关系的作用。

慎用刑罚。“明德慎罚”渊源于古

老的西周。封建统治阶级也继承这一

思想，某些时期贯彻在立法、司法过

程中，体现出德法相依的色彩。自秦

汉后，形成了司法中的“奏谳”“请

谳”“会谳”制度；“谳”意为审判，

对不能断定的疑难案件要逐级上报直

至中央会审，也形成了“乞鞫”（上

诉）、“录囚”（巡视监狱）、“罪疑从

轻”等法律思想与措施。“死不可复

生”“人命至重”“无冤死之鬼”等认

识，使我国历史上自三国以后对一般

意义上的死刑判决尤为慎重，形成上

报和多次上报审核制度。

审慎性、程序性和复核权限的集权

性是慎刑的反映，但在具体执行中，这

种审慎性和程序性也经常受到干扰和破

坏。历史上各种残暴的严刑酷刑，体现

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本质。

权力制衡。我国历史上的法治思

想中有权力制衡的内容，与近代西方

的分权制有重大区别，体现出中国特

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

君权的制衡。秦汉后，不仅延续了先

秦为君主设师、傅的制度，用儒家伦

理教育从思想上约束君权，也在中央

设有制约君权作用的行政中枢、谏

议、封驳等机构或职官；中央决策

中，有廷议、廷推、廷鞫制度。各项

重要事务、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定

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

种制度程序。二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力

制衡。秦以后，我国基本是单一制国

家，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

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

格，又实行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分

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扩张；以不

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

重倾向。三是官僚权力的制衡。“明分

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

思想家强调“分职”在权力制约上的

作用。自秦汉开始，从中央到地方，

在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上，在钱财物

权及日常行为的管理、行政问责、复

核审核、考核、监督监察上，规范日

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以权钱交易、贪污贿赂、

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为特

征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

在，以监督监察为核心反腐倡廉，成

为制衡、制约官僚权力的重要内容。

我国历史上以权力制衡推动国家

治理的思想与措施有利有弊。君权的

制衡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但皇权的

至高无上，又使这种制衡时常显得苍

白无力，彰显出突出的“人治”色

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总体也形

成了，但某些时期单纯从“术”的角

度强调制衡，特别是行政层级不断增

多，又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弊端；高度

集权使政令得以统一，但各级官吏唯

命是从、唯上是从、钩心斗角、朋党

横行，又显示出消极弊端。

礼乐教化。我国自西周开始，确

立了政治系统中的礼乐制度传统，并

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文化传承与治国理

政的重要手段。除 《周礼》 的整体性

设计外，历代正史中的 《礼乐志》 及

专门性的礼书编纂很多，体现国家对

礼乐的高度重视。冉有曾经问孔子：

民众“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

答：“教之。”《论语》中还有“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述。

自汉代开始，思想家、政治家从秦亡

的教训中认识到，礼乐教化与法同等

重要，从而将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

树立为正统意识形态，将“三纲五

常”作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并与蒙

学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选举

考试、乡规民约、政府表彰等形式相

结合，移风易俗，深入社会，深入基

层；树立统治阶级倡导的价值观、义

利观，建立封建社会秩序。如朱元璋

颁布《圣谕六言》，以孝顺父母，尊敬

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

理、毋作非为等为中心，拉开了明清

两代礼乐教化的序幕。历史上的许多

“循吏”，大都善于推行礼乐教化。“六

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

天下”必须重视礼乐教化，汉儒总结

出来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封建社会

的长久延续、长治久安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礼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

现。历史表明，无论政权的延续或更

替，还是汉族抑或少数民族入主中

原，只要重视礼乐教化，其政权就会

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而蔑视或践

踏礼乐，则适得其反。但“礼，时为

大”，时势不同，具体的礼乐制度和教

化措施也需做相应的调整。

“治安中国”与“华
夷一家”

边疆与民族能否得到治理，是大

一统国家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与历

史上其他国家不同，17世纪以前，我

国较长期而稳定地维持了幅员广阔的

边疆，形成了多民族不断融合、共同

发展的局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

疆民族治理思想与措施。

大一统观念是维护我国历史疆域

完整的文化驱动力。但起源于先秦的

“五服”“九服”及以后的“藩属”概

念，在边疆治理上并不强调边疆与内

地的“同质”化而重视“差序”化治

理；在边疆治理理念上强调“治安中

国而四夷自服”的内政主体思想，并

在巩固内政与开拓边疆之间寻求平衡

点，也由此形成了积极温和、富有弹

性的边疆开拓政策。在民族观念上，

虽然“华夷之辨”思潮长期存在，但

自先秦开始的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

的认识，积极促成了“华夷一家”思

想的形成。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

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雍正称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都是典型。

这种强调融合而非差别的民族观念，

有助于各民族间的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发

展过程中，历代形成了边疆与民族治

理的许多具体措施。

边疆开拓与移民实边。对于边疆

既 要 “ 以 德 怀 之 ”， 也 要 “ 恩 威 并

施”。西汉武帝时，鉴于“边境强则中

国安”，决定出兵匈奴。正是由于“明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奠定了历史

上西北的政治格局。唐朝击败势力强

大的突厥，保障了西北各族的安定和

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朝发动“麓川之

役”，巩固了西南边疆，奠定了西南边

疆的格局。清朝坚决镇压新疆、青海

等地的叛乱，才保住我国西部疆域不

被分裂。为了巩固边疆，自秦汉后，

历代王朝采取徙民实边、屯田等方

式，巩固边疆，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杂

居，促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分而治之与政教分离。“散则易

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西汉对

匈奴、明朝对青藏、清朝对蒙古势

力，采取的都是分而治之政策。我国

历史上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多予尊

重，并援引宗教上层人士进入政权，

以提升中央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威望，

加强对其控制。但另一方面，又采取

多种方式，逐渐削弱宗教对政治的影

响。如明朝在藏族地区采取“多封众

建”策略。清朝由于统治疆域更为广

大，尤为注重宗教因素在边疆管理中

的作用。如在西藏分别册封达赖、班

禅，分管前藏、后藏。在蒙古地区，

册封哲布尊丹巴。历代坚持“以政驭

教，决不以教妨政”，政权高于教权的

基本原则。

因俗而治与移风易俗。因俗而治

是我国古代治理边疆民族政策的重要

原则。西汉在边疆虽设郡，但“以其

故俗治”。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羁縻

州、县，源于元代并被明清继承的土

司制度，都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

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在因俗

而治的同时，我国古代政权又竭力加

以监管，如西汉的西域都护府、唐朝

都督府设置都是如此。而对条件成熟

的地区，便将其纳入直接管理。明清

两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维持了西南

边疆的长期安定。但完全因俗而治并

不利于民族融合与进步，历史上中原

文明要高于周边是历史事实。因此，

历代王朝大多鼓励向周边民族传播文

化，在考试、用人上，采取不同录取

比例的政策倾斜，吸收其优秀人才进

入统治阶层。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与

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历史上民族融

合、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时期，

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原王朝的政策，也

往往是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原文明程度

比较高的时期。

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治理在 17

世纪以前基本是以“内边”为主，边

疆治理与境内民族治理相互交织。17

世纪以后，外来侵略日益严重，“外

边”忧患日益突出，明清两朝统治者

在这个问题上不思进取，缺乏有效的

应对措施，这是近代以来丧权辱国历

史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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